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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立足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自然力与生产力关系的基本立场，从理论溯源、内涵阐释与发展创新三

方面展开论述，系统揭示新质生产力的绿色本质，并从生态价值观、科技观和历史观三个维度阐释其对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时代化创新。研究认为，新质生产力将生态环境从“外部约束”转化为“内在规定”，

实现了生态观的时代化发展。通过与国际上“生态现代化”等理论的比较，以及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

的具体案例分析，本文论证了这一绿色生产力范式深植于唯物史观，回应了工业文明下的生态悖论，顺

应了从工业文明向可持续文明的演进趋势，以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人的全面发展与生态完善的

协同为价值旨归，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实践层面，需以生态文明理念为先导，健全绿色制度

与治理机制，强化绿色科技创新驱动，为高质量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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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ounded in Marx’s fundamental posit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and be-
tween natural forces and productive forc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eals the green essenc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rough theoretical tracing, connotative interpretation, and develop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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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It further elucidates its contemporary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ecology from three dimen-
sions: ecological values, ecological view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cological historical per-
spectives. The study argues tha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ransform the ecological environ-
ment from an “external constraint” into an “internal imperative”, thereby achieving a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thought. By comparing with international theories such as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nd conducting a specific case analysis of China’s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green productive forces paradigm is deeply rooted in historical material-
ism, responds to the ecological paradox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conforms to the evolutionary 
trend from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to sustainable civilization. It takes the unity of economic and eco-
logical benefits, as well as the synergy between comprehensive human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improvement, as its value orientation, constructing a “community of life between humanity and na-
ture”. At the practical level,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s a guide, 
improve green institutions and governance mechanisms, and strengthen green scientific and tech-
nological innovation,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high-qual-
ity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Beautifu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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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质量发展的进程必须以生态可持续为基本底色，生产力的跃升必然同步表现为资源利用效率的提

升和环境影响的降低。基于这一认识，相关重要论述既揭示了新质生产力所内蕴的生态属性，也提出了

一个具有理论深度的命题——新质生产力究竟在哪些方面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继承与发展。 
当前，学界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多聚焦于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而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视角展开

的系统性理论阐释仍相对不足。为了提升论证的深度与广度，本文将首先进行国际理论比较，将“新质

生产力”的绿色向度置于“生态现代化”、“绿色生产力”等国际学术话语体系中加以审视；随后，通过

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案例分析，将理论探讨落实到具体的产业实践中，以期为丰富新质生产力理论

提供生态维度的解读与补充。 

2.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理论基础 

2.1. 人与自然关系的唯物辩证立场 

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自然界被视作具备“优先性与本原性”，是一切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赖以

生成的“第一源泉”。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提出：“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

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1]这一经典论述深

刻揭示了人与自然界之间内在的、不可割裂的有机联系。劳动构成“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借助

自身活动去“中介、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基本方式。作为对象化的实践形式，劳动不

仅塑造外部自然，也不断重塑人本身，其实践品格直接决定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程度。恩格斯在《自

然辩证法》中亦着重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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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践因此成为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本体性根基与核心逻辑线索，内在地规定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

本前提。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实现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理解的根本性变革。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劳动作为连

接人与自然的纽带，人类借此与自然界进行持续的物质交换，这一过程既改变自然面貌，也不断促成人

类自身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承续上述核心立场的基础上，依托“新陈代谢”理论的深化，为当代

生态问题的剖析提供了重要分析框架。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系统阐释了马

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尤其是城乡分离与长距离贸易的扩张——严重

干扰了人与自然之间可持续的物质循环体系，导致诸如土壤肥力耗竭、森林资源衰减等生态灾难的频发

[3]。这种对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反生态逻辑的深刻批判，客观上催生了新的生产力变革诉求，即要求在生

产力系统中嵌入生态原则，推动从征服性开发向共生性协调的模式转换。 
生态环境与生产力发展之间存在深刻的辩证互动关系——保护生态不仅不是对发展的束缚，反而是

生产力持续增长的内在要求，改善生态本身就是发展质量的跃升。这一关系从理论上为绿色生产力理论

的形成奠定了学理基础。绿色生产力的提出，正是根植于对上述“新陈代谢断裂”现象的反思与回应，

旨在将生态考量系统性地融入生产力结构，推动生产方式实现质的变革。这一理论层面的根本性重构，

集中体现为绿色生产力相对于传统生产力概念的三个显著突破：其一，在要素体系上，绿色生产力将自

然资本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从原有外部条件转化为内在构成要素，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自然界同劳

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其二，在运行方式上，它要求生产活动严格遵循生态循环的内在逻辑，

推动废弃物的资源转化和减量化处理，从而有效弥补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循环的中断；其三，在目标取向

上，它将生态效益提升至与经济收益并列的关键位置，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同推进，最终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2.2. 自然力与生产力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强调，“自然力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源性物质条件”。自然力能否可持续利用，直接关系到生

产力的可持续发展。生产力是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实际能力，由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劳动者

三者构成。自然界提供了最初的生产力要素——不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来源于自然界，劳动者也首先

是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而存在和活动[4]。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涵盖了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内蕴

着丰富的绿色意涵。 
这种辩证统一关系首先体现在自然力构成生产力的物质前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自然力区分

为两类：一是“自然界的自然力”，如土地、水、风、阳光等；二是“人的自然力”，即劳动者自身的体

力和智力。前者作为生产的客观条件，后者作为生产的主观条件，二者在劳动过程中共同发挥作用。离

开了自然力的支撑，社会生产力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5]。正如马克思所言，“劳动并不是它所生

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6]。更为关键的是，

自然力与生产力之间不是单向的利用与被利用关系，而是双向的互动与制约关系。人类通过劳动将自然

力转化为社会生产力，这一过程既体现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也受制于自然规律的客观约束。当人类活动

遵循自然法则时，自然力得以持续再生，生产力获得持久动力；反之，当人类过度索取或破坏自然时，

自然力便出现衰退乃至枯竭，生产力发展也随之陷入困境。马克思所揭示的“新陈代谢断裂”正是对这

种失衡状态的深刻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割裂了城乡之间的物质循环，导致土壤自然力的耗竭，

最终反过来削弱了农业生产力的根基。 
因此，自然力与生产力辩证统一的根本要义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应以自然力的可持续再生产为前提，

而非以牺牲自然力为代价。绿色生产力的提出，正是对这一辩证规律的自觉回应。它要求在经济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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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然资本的保值增值纳入生产力评价体系，实现自然力向社会生产力的良性转化，以及社会生产力对

自然力的积极反哺。唯有如此，生产力才能摆脱对自然力的“消耗型”依赖，走向“滋养型”共生，最终

实现马克思所期许的“人类与自然的和解”。 

2.3.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态悖论的批判 

马克思在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生态悖论。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

制下，劳动者的劳动既与自身相异化，也与作为其存在基础的自然相异化，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

程由此遭到系统性割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经济理性的宰治”下，将自然视为可以无限索取的免费

财富，唯一的目标便是利润的最大化与资本的自我增殖，而对自然进行超负荷消耗和巨大破坏。这种以

“消耗型”为主导的生产逻辑，一方面造成了资源衰竭、环境污染等显性的生态危机，另一方面则在深

层结构上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紧张，使发展本身走向了自我否定的歧途[7]。马克思由此阐明了生

产力生态化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认为生产力的真正解放，不能依靠对自然力的掠夺式利用，而

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规律、顺应物质循环的基础之上，使劳动过程同时成为修复自然、滋养自然的过程。

这一批判不仅为反思工业文明的内在矛盾提供了锐利武器，也为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向度提供了重要的理

论依据。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以绿色低碳为基本底色，其本质恰恰是对资本逻辑下“毁

灭性发展”的超越，是在更高水平上复归马克思所期许的“人类与自然的和解”。唯有如此，生产力才能

摆脱对自然力的“消耗型”依赖，转向“滋养型”共生，真正实现生产方式与自然循环的内在统一，走出

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 

3. 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内涵 

3.1. 新质生产力生态内涵的要素构成 

新质生产力生态内涵的构成，并非在传统生产力要素之上简单叠加“绿色”标签，而是从劳动者、

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三者的内在关系出发，实现生态维度的系统性重构。首先，就劳动者而言，生态内

涵的注入意味着劳动者不仅需要掌握数字化、智能化的新型劳动技能，更必须确立起自觉的生态意识，

将自然规律的内在要求内化为生产活动的基本准则，从而由“自然的征服者”转变为“自然的守护者”。

其次，就劳动资料而言，生产工具与工艺设备的革新不再以单纯提升效率为唯一目标，而是将节能减排、

清洁生产、循环利用等生态功能嵌入技术设计的全过程，使劳动资料本身成为降低资源消耗与环境负荷

的载体。再次，就劳动对象而言，新质生产力拓展了劳动对象的范围与利用方式，一方面通过循环技术

使废弃物重新进入生产流程，另一方面借助生物合成、新材料研发等手段开辟可再生、可降解的新型劳

动对象，从而在源头上缓解对原生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更为关键的是，这三个要素并非各自独立发挥

作用，而是通过优化组合与协同联动，形成“劳动者自觉–劳动资料绿色化–劳动对象循环化”的有机

整体，使生产力系统整体呈现出低熵运行、高效利用与持续再生的生态属性[8]。正是这种要素层面由内

而外的生态化重构，构成了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深层根基，也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

了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 

3.2. 新质生产力绿色属性的内在逻辑 

新质生产力内在地发展和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科技生态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因而具

有深刻的绿色底蕴与鲜明的生态品格。从理论渊源看，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生态思

想，揭示了生产力发展必须尊重自然规律的内在要求；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

“取用有节”等生态哲理，则为新质生产力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二者的有机结合，使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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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生产力在生成之初便将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融入生产力的各构成要素之中，使社会生产力在更高

的发展阶段上实现向自然力的合理复归。这种复归并非简单的历史回退，而是在充分掌握自然规律、运

用现代科技手段的基础上，使人的生产活动与自然循环系统重新达成有机的统一。由此可见，绿色是新

质生产力的本质底色，它并非外在强加的规制或道德诉求，而是内化于本质、贯穿运行全过程的底层逻

辑。正是这种由内而外的绿色属性，使新质生产力从根本上区别于传统“先污染后治理”的增长模式，

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的先进生产力形态。 

4. 新质生产力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创新发展 

4.1. 生态价值观的创新：从“征服自然”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传统生产力观深深植根于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土壤，将自然视作客观被动的对象，突出人对自

然的单向占有与技术性征服，却严重遮蔽了自然作为生命母体对人类生产活动的根本性制约。在这种视

域下，生态环境被视为外在于经济系统的“成本项”或“天花板”，发展越深入，生态越紧张，人与自然

的张力不断累积，形成一种内在的结构性矛盾。 
新质生产力理论则实现了根本性的价值翻转，它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主奴隐喻”中解放出来，明

确将共生性、互惠性作为生产力跃升的本体论前提。它不再仅仅追问“自然能为我生产什么”，而是深

刻反思“自然何以支撑可持续的生产”。在这一框架中，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行不再是对发展的妥协性约

束，而是生产力质量本身的内在标尺——生态环境由此从“外部约束”升华为“内在规定”，成为衡量生

产力先进程度的核心维度之一。 
这一转变内含对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统一性的科学确认：健康的自然系统本身就是最基础的生

产力要素，而社会生产力的持续提升又必须以自然系统的再生能力为边界条件。两者并非此消彼长的博

弈关系，而是相互赋能、协同演进的有机整体。由此，传统的“保护”与“发展”之间的零和思维被打

破，代之以动态平衡的辩证逻辑。这一认识跃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重大深化；即从“人化自然”

走向“生命自然”。自然不再仅仅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性存在，而是具有自身价值、运行规律和生命

韧性的共同体成员；它既是生产力的物质源泉，也是生产力持续性的生态底线。人与自然的关系由此从

单向支配转向双向滋养，从征服逻辑转向共生逻辑，最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深层价值根基与持久伦理

动能，也为重新理解生产力范畴本身提供了更为宽广的唯物史观视域。 

4.2. 生态科技观的拓展：从“工具理性”到“绿色科技伦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刻指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这一

论断揭示了科技在生产力跃升中的核心驱动作用。然而，在传统发展模式下，科技创新往往被窄化为纯

粹的效率工具，服务于资本增值与产出最大化的单一目标，技术理性日渐膨胀为“工具理性”，自然界

的复杂性、有限性与内在价值则在计算逻辑中被系统性地忽略。这种单向度的科技观，虽然创造了空前

的物质繁荣，却也埋下了生态失衡、资源耗竭与代际正义受损的深层隐患。 
新质生产力理论则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基础上，实现了对科技价值坐标的根本性重构。将科

技创新从“效率至上”的单轨逻辑，拓展为“绿色低碳”引领的多维价值体系。新一轮科技革命以人工智

能、新能源、生物制造、新材料等为先锋，带动几乎所有领域发生了以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群体性

技术革命[9]。其中，生态化已不再是科技发展的外部附加要求，而是深度嵌入科技范式本身的核心创新

维度：清洁能源技术、循环制造工艺、数字化碳管理、生态传感监测等，无不体现出科技与自然规律的

和解而非对抗。 
由此，“科技是生产力”这一经典命题被赋予了全新的生态维度：科技是否先进，不仅要看其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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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提升能力，更要看其单位生态足迹的降低能力、资源闭环的构建能力以及对生态系统韧性的维护

能力。新质生产力以绿色科技创新为动力支撑，将伦理约束前置化为技术研发的基因编码，使科技从“征

服自然的利器”转化为“守护生命的合力”。这一转变标志着生态科技观的深刻升华，从工具理性走向

绿色科技伦理，本质上是将责任逻辑、代际正义与生态系统整体性纳入科技发展的价值内核，使科技创

新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成为修复人与自然关系、构建生命共同体的积极力量。 

4.3. 生态历史观的深化：从“黑色生产力”到“绿色生产力”的跃迁 

从唯物史观的宏大视野审视，生产力的发展从来不是纯粹的技术演进，而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时代映

照。传统工业化道路所催生的生产力，在本质上可称之为“黑色生产力”。它以化石燃料的大规模消耗

为基础，以线性经济“开采–生产–消费–废弃”为运行逻辑，在创造空前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

生态系统的严重透支与气候系统的持续失稳。这种生产力模式虽然在历史上有其必然性与进步意义，但

其深层矛盾在于，它将自然视作取之不尽的“原料库”和纳之不竭的“排污池”，从而在人与自然之间制

造了日益尖锐的物质变换断裂。 
新质生产力则实现了历史性的范式转换，是真正意义上的“绿色生产力”。它不是对传统生产力的

简单修补或边际改良，而是对生产力质态的重新定义。它将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即资源节约、环

境友好、生态安全、代际公平，内化为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生产力要素的内在品质。劳动者具

备生态素养与绿色技能，劳动资料转向清洁化、智能化装备体系，劳动对象从原生资源拓展至再生资源

与数据等新型绿色要素。由此，社会生产力在更高的历史阶梯上实现了向“自然力”的辩证复归。这不

是退回前工业时代的被动依赖，而是在充分掌握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基础上，使人类生产活动重新嵌

入地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可持续边界之内，推动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稳步迈向可持续文明。 
这一跃迁的深层意义，在于生产力评价尺度的根本性重构。传统的生产力衡量标准高度聚焦于 GDP

增长率、产出总量和劳动生产率等经济指标，却将生态损耗与环境成本排除在核算框架之外，造成了“增

长越快，负债越深”的发展悖论。新质生产力则推动评价尺度从单一的“GDP 增长”转向综合的“人与

自然和谐程度”，将碳汇能力、生物多样性指数、生态服务价值、环境质量改善等纳入发展绩效的考量

体系。这一转变意味着生态文明不再是悬浮于经济发展之上的道德呼吁，而是获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

产力根基。人与自然的关系由此从外在平衡走向内在统一，从增长逻辑走向发展伦理，最终为人类文明

的永续演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前提与制度方向。 

4.4. 生态观的时代化跃升：从“外部约束”走向“内在规定”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核心关切，始终在于如何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断裂”。在传统发展模式下，生态环境尽管被纳入政策议程与法律框架，但其本质仍被定位为外在于经

济系统的“约束条件”——发展需以“不突破生态红线”为边界，保护被视为对增长的“让渡”与“妥

协”。这种“外部约束”式思维，即便设置了越来越高的环境门槛，依然未能摆脱“先发展后治理”的线

性逻辑，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在制度表层得到缓冲，却在发展深层持续累积[10]。 
新质生产力理论则推动生态观实现了具有时代标志意义的范式跃升：生态环境不再仅仅是外在于发

展过程的制约性边界，而是内化为生产力质量本身的规定性要素。这一跃升的哲学根基在于，新质生产

力重新定义了“生产力”的存在论前提——它不再将自然视为外在于人的纯粹物质资源，而是将生态系

统的完整性、稳定性与持续性视为生产力得以生成与维系的本体论条件。自然不再是发展的“外部环境”，

而是生产力的“内在构成”；生态健康不再是发展的“附加成本”，而是发展的“先决资本”。 
这一从“外部约束”到“内在规定”的转化，在实践层面体现为三重深刻变革。其一，评价尺度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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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化：生态环境质量不再作为独立于经济绩效之外的“环保指标”而存在，而是深度嵌入生产力评价的

全要素体系之中。单位产出的生态足迹、资源利用效率、碳汇能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保有量等，成为

衡量生产力先进程度的内在参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由此从“两张皮”走向“一体化”。其二，生产函

数的内生化：在新质生产力的运行框架中，自然资本不再被排除在生产函数之外，而是作为与劳动、技

术、数据并列的核心生产要素进入经济核算与决策模型。生态修复、循环利用、清洁生产等不再是生产

活动结束后的“补救措施”，而是从技术路线选择、工艺设计到供应链管理的全流程内嵌逻辑。其三，制

度安排的制度化：生态环境从“政府监管的外部压力”转化为市场主体自觉遵循的内在规范，绿色金融、

碳交易市场、生态补偿机制等制度创新，使生态价值的实现不再依赖单一行政命令，而是通过市场机制

与产权安排内化为经济行为主体的成本收益函数，形成“保护即发展、发展即保护”的自洽闭环。 
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发展脉络来看，这一跃迁的深层理论贡献在于，它突破了经典著作中侧重于

“批判性揭示”的理论范式——即主要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的掠夺性逻辑——而转向了“建设

性重构”的新境界。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人类史与自然史的相互制约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以对抗形

式表现出来；而新质生产力所推动的生态观时代化，则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对这一矛盾的积极扬

弃与制度性化解。它证明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必永恒地陷于“增长–约束”的零和博弈，而可以通过

生产力质态的变革，实现发展逻辑与生态逻辑的辩证统一[11]。 
由此，生态环境从“发展的天花板”升华为“发展的承重墙”，从“不得不守的底线”转化为“值得

追求的高线”。人与自然的关系由此获得了全新的时代内涵：不是外在强制下的和谐，而是内在规定中

的共生。这一跃升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当代深化，更是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唯物史观升华——

它确认了生态文明不是工业文明的简单否定，而是生产力在更高发展阶段上的内在觉醒与自我超越。高

质量发展的深层奥秘，正在于此：当生态环境成为生产力的内在规定，绿色便不再是发展的约束色，而

成为发展的底色、本色与亮色。 

5. 结语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当代的发展，集中体现为对生产力本质的重新定义：生态维度已从过去被视为

外部的、附加的约束条件，升华为生产力内在的品质规定。这一认识跃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

在新时代实现了质的飞跃。 
在理论层面，这一生产力范式的革新，从生态价值观的根本转向、生态科技观的伦理拓展、生态历

史观的范式跃迁三个维度，系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时代化升华。通过与国际学术界“生态现代

化”“绿色生产力”等理论的系统比较，可以清晰地看到，将生态作为“内在规定”的理论模式在逻辑起

点和实践旨归上均具有显著的独特性与创新性。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为案例，既能透视绿色生产力在

实际发展中面临的真实矛盾，也能观察到其通过制度创新寻求解决路径的生动实践。进一步将“内在规

定”拆解为技术、组织和制度三个层次，则有助于澄明这一核心概念的具体形成机理。 
这种新的生产力观，摒弃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传统认知，将和谐共生确立为发展的核心价值追求；

它突破了科技仅服务于效率提升的工具理性桎梏，赋予科技创新以明确的绿色伦理导向；它更从历史唯

物主义的高度，揭示了生产力发展必须尊重自然规律的内在要求，推动生产力回归生态文明的运行轨道。

在实践层面，这一理念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筑牢了坚实的生产力根基。它以绿色科

技创新为动力支撑，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路径依托，将生态优势切实转化为发展优势，使生态

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从外在协调走向内在统一，从政策倡导转化为制度性实践。 
由此，这一理论探索不仅从学理层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内涵，更在新时代的历史坐标中，

以其鲜明的生态底色标注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发展的全新高度，为人类文明向可持续文明的历史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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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和坚实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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